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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进化心理学家为财政政策如何争取更广泛

的支持指明了道路

保罗•莫罗

对于公共财政 
增加道德规范

有关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政策决策，本质上反

映的是道德选择。国家通过税收向人们征收多少

血汗钱，才算是公平的？

富人应该多交税吗？国家是否应该向所有公民

免费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诸如此类。 

经济学家和公共财政人士历来关注的重点都

是经济效率。他们在考虑分配问题时，通常会避

开考虑道德的因素，也许是担心这些可能被视为主

观的。然而，道德进化心理学家最近的工作表明，

如果政策制定者全面考虑了公共财政的各种道德视

角，那么政策可以得到更好的设计和更广泛的支

持。这种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开创性实证应

用表明是具有前景的。 

金科玉律

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在分析再分配时，

会习惯性地要求使用者提供其对不平等的偏好：你

告诉经济学家你有多在意不平等，他们则会告诉

你，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多少再分配是合适

的。人或（家庭）一直以来往往被视为个体，与

之相关的特征只有收入、财富或消费潜力。 

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有二（这些原因可以理

解，但并不令人满意）。首先，经济学家往往希望

被认为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家。其次，大多数公共

财政学者都接受过嵌入着所谓“WEIRD”社会价

值观的传统教育（WEIRD 指“西方”、“受过教育”、

“工业化”、“富裕”和“民主”）。在这种背景之下，

个体是分析的核心，道德从根本上讲就是金科玉

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是何人。这些

观点对探讨人该如何做出道德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但最终也是不足的。 

几十年来，道德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人

在面对道德困境时，会根据本能迅速决定什么是

对、什么是错，然后再通过更深思熟虑的推理证

明这种决定是正确的。按照这些研究人员提供的

证据，人在道德方面的本能会演变成一种促进团

队内部合作的方式，帮助确保群体的存续（格林

（Greene），2013 年）。这种现代观点可以追溯至苏

格兰启蒙运动的两位道德哲学家——大卫 • 休谟

（David Hume）和亚当 •斯密（Adam Smith）。这两

位哲学家指出，情绪是人类是非观的一个必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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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但是后来，西方传统中的大多数哲学家都

设法将道德仅仅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道德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许多人

采纳的道德观点远不止这一条金科玉律。正如道

德基础理论支持者所强调的那样，群体、权威、

神性、纯洁、忠诚和神圣不仅在许多非西方国家，

而且在发达经济体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群中，都

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请见下一页的专栏）。 

无论是否赞同这些更广泛的道德观点，熟悉

它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不同群体在公共政策辩论

中立场的潜在动机。而这方面的理解可以帮助制

定政策，获得具有不同道德价值观的各个群体的

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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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争议

平心而论，近年来经济学家已开始更加关注

社区认同和文化认同。例如，想想当下对公共政策

的最激烈、最熟悉的两个争议。第一个是自动化

和全球化造成的失业的政策应对。直到最近，对

长期失业情况的经济分析还在强调需要将劳动力

市场和住房市场自由化。如果一个地区丧失就业

机会，经济学家建议人们克服重重障碍，迁移到

有新工作机会出现的地方去。这种观点强调个体

的移动能力，几乎忽略了社区在人们生活中的作

用。但是，如果个体认同并在意已不再繁华的社区，

那么对这些个体的支持可能还不够。为了应对人们

对一些地区丧失了就业，而政策未能对其提供支

持。为了应对人们对此种政策的抵制，政策制定者

越来越多地设法去支持落后的社区。第二个有争议

的公共政策问题与移民有关，包括移民应获得并享

有公共资助服务的范围。经济学家通常会分析公民

或居民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回避了对当地居民和移

民社区文化认同的考虑。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文

化认同十分重要，而且社会科学也越来越关注文化

认同。 

更普遍地来说，在公共话语中，全球主义者（或

普遍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二

者之间的区别早已变得司空见惯。（在家庭、国籍、

宗教等联系方面，普遍主义者表现出不受社会距

离影响的利他主义或对他人的信任。相反，社群

主义者则随社会距离的变大，减少了利他主义或

对他人的信任。）

一些开创性的分析已开始探索人的道德观念

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例如，

恩克（Enke）、罗德里格斯 • 帕迪拉（Rodríguez-

Padilla）和齐默尔曼（Zimmermann）（2020 年）提

出传统的“左右”分歧——左派更支持对外援助、

平权运动、环境保护、福利和全民医保，而右派

则支持对军事、警察和执法以及边境控制方面加

大投入——这在一些西方国家很常见，且它们最

终被通过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主要是普遍主义还是

社群主义来解释。更近期的一些运用道德基础理

论的研究发现，在社群主义者中，因失业或生病

而直接受到疫情伤害的个人对累进税制的反对有

所减少（克莱姆和莫罗，2021年）。 

道德观点对塑造人们对公共政策看法的

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例如，斯坦切娃

道德基础理论

海特（Haidt）（2012 年）认为，作为进化反应，

以下六个道德基础已经出现了：  
(1) 关怀 /伤害：作为人，我们对伤害十分敏感，

愿意照顾有需要的人。这种感受是为了满足照顾孩

子的需要而进化而来的。 
 (2) 公平 /作弊：我们重视并奖励合作和互惠的

利他主义，同时想要避开或惩罚作弊者。合作增加

了存活的机率。

 (3)忠诚 / 背叛：我们奖励团队成员并惩罚背叛

团队的人。这与公平 /作弊类似，但侧重于团体成员

而不是整个人类。 
(4) 权威 / 颠覆：我们尊重等级和地位，但又会

因他人的身份对他人的恰当（或不当）行为迹象敏感。

这是为了应对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生活的适应性挑战

而进化来的。 
(5) 圣洁 / 堕落：我们会在看到污染之物（无论

其是实在的还是形象上的）时感到厌恶。我们渴望

自然、情感和关系的纯洁；我们有时认为某些物体、

地点、人物和原则是神圣的，尤其是在宗教背景下。

这可能源于避免病原体的需要。 
(6)自由 / 压迫：人类往往会按等级安排进行合

作，但又会联合起来反抗表现得像暴君的领导人。

在左翼，反对压迫并以平等取而代之的冲动被用于

反对资本主义和企业。在右翼，反对的对象则是政

府法规和国际条约。

前两个道德基础在 WEIRD 社会的传统中是司空

见惯的，完全符合其金科玉律。而后四个道德基础

可能会使人们根据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社区而

对其区别对待。 



49《金融与发展》 2022年3月号

（Stantcheva）（2021年）通过调查美国个人发现，

在塑造人们对收入或继承财富的累进税的看法方

面，公平的概念比效率的观点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对于更加具体的道德基础的进一步运用，我

们可以加以探究。例如，有关“纯洁”的道德基础

适用于保护自然免受当地污染（清澈的河流、无雾

霾的空气）及全球污染（海洋、气候变化）。在推

出碳税时，可以将其表述为保护地球纯净的一种

方式，这与利用其他“罪恶税”（如烟酒税）所带

来民众情绪的做法并无二致。持有社群主义观点

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强调当地环境纯净而不是气候

变化的论点。有关“纯洁”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支

撑平衡国家预算的愿望，正如近年来的美国茶党

运动到德国的“黑色零”（零赤字）运动所呈现的

那样。一个常用的比喻是将预算平衡比作整理房屋，

这就引出了“纯洁”的概念。 

同样，有关“忠诚”的道德基础可用于增强

国家在科技和生产力竞争力。激励人们支持国家体

育队的爱国精神同样也能为政策制定者所用。有

关“权威”的道德基础甚至可以在现代民主国家使

用，不过，如何选择哪些人来尊重——警察、军人、

教师、医生、老人、宗教领袖——当然应取决于

他们的背景、受众和传统。对于保守派听众来说，

由穿制服的军医传达支持增加医疗卫生支出的信

息，可能更具说服力。 

信息的作用

在制定政策并将其传递给公众的时候，使之

更吸引人的做法是考虑不同道德观点群众对政策

的看法。但是，要说服受众，还需提供一定的信息，

或者至少公开征集对信息的看法。

心理学家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政策问题

上的极端看法可能源于信息的缺失（格林，2013 年）。

这些研究者请调查对象考虑一些有争议的政策建议

（如单一付款人医保制度，或为降低碳排放而实施

的限排措施或碳交易措施等），然后记录下他们的

看法。然后，研究员们请调查对象解释这些政策

如何运作。随后，研究员们又询问调查对象对政策

的看法。由于调查对象意识到他们对这些问题不

甚了解，因此态度也变得更为温和。因此，在与人

们就某项政策开始对话时，与其问他们为什么支

持这项政策，不如问他们该政策如何运作这样的

事实性问题。同样，在最近基于调查的经济学研究

（例如：斯坦切娃，2021年）中，研究人员询问人

们的意见，然后向他们提供额外的事实信息并再

次询问他们的意见，以衡量获知有关事实会如何

重塑人们对政策的看法。结果表明，在某些情况下，

提供信息可能是说服力的起点。  

公共财政政策的选择会影响不同群体（如收

入、地理位置、种族、语言和宗教特征）之间的收入、

财富和机会的分配。大多数人在考虑税收或支出

政策时，会更侧重于政策对公平的影响。因此，为

了丰富分析，可以考虑更广泛的各种道德观点，进

而最终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出更有可能达成共识

的措施。基于这些深刻见解的大规模实证研究直

到最近才开始产生结果。即便如此，考虑如何将

某项政策制定得更容易被人接受，并以更吸引持不

同道德观点的公民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可能是一

个有益的起点。 

保罗·莫罗  (PAOLO MAURO) ，IMF 财政事务部副

主任。本文借鉴了保罗 · 莫罗 2021 年的 IMF 工作文

件《国家与你的血汗钱：公共政策方面的道德观点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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